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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看文化传承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看文化传承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韩子勇韩子勇 高琰鑫高琰鑫

长城长城、、大运河大运河、、长征长征、、黄河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和以前的文化和以前的文化、、文物文物、、遗址遗址、、历史文化名城等单历史文化名城等单

位位、、场所场所、、城镇不同城镇不同，，是更大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是更大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也是今天生活生产重要的国土和社会空间也是今天生活生产重要的国土和社会空间，，是优秀是优秀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集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集区，，是物质文化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富集区非物质文化的富集区。。因此因此，，国家文化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公园建设，，要走系统整合要走系统整合、、内容融合内容融合、、整体推进整体推进、、综合施策的路子综合施策的路子，，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共建共享、、协调协同协调协同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

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

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

化繁荣的重大工程，对推进文化自信自立自强，

对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建设文化强国、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

这正如2019年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

时所说的，“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

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

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

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

程”。如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

定》，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文化传承发展体制

机制的创新指明了方向。

一、新时代与国家文化公园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中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

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同年5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到：“依托长城、大

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

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

化重要标识。”2019年 12月 5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长

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2022年 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同

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2023年7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

物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2023年10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实施方案》印发。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

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

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

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

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

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

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涌现的热词。建

设国家文化公园在新时代提上日程，并非偶然。

新时代，中国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的聚光区，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阶段，必须构建深

层次的国家文化标识、提高中华文化认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刻，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背景

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上日程，是水到渠成、时

代之变的必然选择。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

化公园的主题选择，每一个都主题宏阔、结构深

远、意义重大，纵到底、横到边，纵横交织、浑然一

体、气象壮阔，构成我们的门楣、梁柱和徽记，具

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一望便知，足可代表中国、中

华、中华民族。这样的文化主题空间选择，是基

于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疆土、众

多的民族，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历

史共同体、疆域共同体，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需

要，具有大历史、大尺度、大结构、大体量的特点，

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彰显深厚

的价值底蕴和生动的现代意义。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抗日战争的

烽火硝烟中，一曲《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长

城被定格为爱国主义的精神象征。长城见证中

华文明的发展变迁、民族融合，承载中华民族历

史记忆、精神寄托，挺起不屈不挠、牢不可破、团

结统一的脊梁。长城是一个整体，谁也无法割

断长城，长城是历史共享的，一部长城史，是中

华民族内部游牧力量和农耕力量交织激荡、共

同书写的长卷，是一道金光闪闪的焊缝，是历史

脉搏跌宕起伏的心电图。从大海到高原，这条

不断延伸、起伏颤动的曲线，可以看到两千多年

的合奏合唱，可以体会中华文化和审美精神中

铿锵有力、壮怀激烈的血气、勇气和阳刚之气。

“在建设范围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战国、

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

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涉

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5个省区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

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杰出代表，

连接了南北的经济命脉和文化脉络，不仅是贸

易和运输的要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是大运之河，打通中华文明“一体化”的

任督二脉，挽起黄河长江，并辔同行，是经济、社

会、文化一体化的象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

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

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

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

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 年 12

月5日）

长征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象

征中国革命的道路。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

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

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15个省区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

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民族

精神的根与魂。黄河中上游流域，一直是农耕和

游牧紧密交织的区域。黄河是农耕的大河，也是

游牧的大河，孕育农耕和游牧两个儿女。黄河穿

过晋陕大峽谷，冲出第二台地，在晋陕豫交界处

的喇叭口，月明星稀，鱼跃龙门，重瓣花朵，中国

在这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毛泽东说，“没有黄

河，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数千年，三千年

重心在黄河流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

“包括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以黄河干

支流流经的县级行政区为核心区，各地可根据实

际情况和黄河故道发展历史延伸至联系紧密区

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

台》，新华社，2023年7月17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双螺旋”，长江与黄河犹如姐

妹，犹如文明的双弓巨矢，向北向南、向东向西，

孕育辐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的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

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13个省区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

动》，新华社，2022年1月3日）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行行复

行行，沉淀着深沉的历史足迹，是中华民族最突

出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对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的深厚感情。2019年8

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察看关城并

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当今世界，人们

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

会想起万里长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

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绍兴浙

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

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

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

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

代新风貌。”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宁夏固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强调：“我们要

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

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

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

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2016年

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

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

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

葆生机活力。”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展现了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视野、大格

局、大境界。

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创新文
化传承发展体制机制

尊重文脉、尊重文化生成发展规律，以整体、

系统、综合的理念，提出和实施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工程，是中国首创，是新生事物，在世界范围内

无现成经验可循，有显著的创新性与独特性。从

位阶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工

程，由中央倡导、规划和统筹，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几家国家部委合

力推进，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具有更高的协调性

和综合性。从内容、性质和定位上看，文化是主

题词，不同于以自然遗产为主的国家公园。我国

建设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针对性保护具有

稀缺性、独特性的自然遗产，而国家文化公园聚

焦文化，聚集文化遗产、文脉文象。文脉文象真

宰淋漓、蜿蜒冲腾，没有固定的空间物理边界，只

能通过最近邻距离法、核密度估计法、平均中心

法等方法进行空间分布类型分析和描述范围。

因此，此公园非彼公园，不同于国家公园或我们

常见的城市公园，有一个确定的边界。从功能上

看，公园姓公、文化为民，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是

人民，要坚持共建共享，坚守人民的主体地位，建

设全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是在党的领

导下建立起来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

时代，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和持续探索中，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

路。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文化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美好愿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

文化法制建设和政策体系的健全完善，是其突出

特点。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纵向分级，有

国家、省（区市）、地（市）、县（市）、乡（镇、街道）、

村6个层次。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分级管理，形

成了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横向体现属地

原则，文化管理由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依法依规

贯彻落实中央文化政策。内容管理上体现分类

特点，随着文化内容和业态拓展深化，分类越来

越细、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专业。这种分级、

属地、分类的管理模式，纵横交织，形成网格化模

式。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多姿多彩的深广

社会，这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有全

覆盖、结构稳定、运行有序、权责清晰的优势，能

起到兜底作用，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按照分

级、属地、分类的原则，创办的各类国有文化单

位，构成文化内容生产与供给的重要主体。改革

开放后兴起的社会办文化的力量及“两新组织”，

为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发展最快的增

量。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社

会流动性增强，开放、共享、融合、整体性、系统性

成为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文化强国建设和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任务，对深化文化体

制机制改革提出新要求，要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的指引下，着力在文化领域构筑现代治理体

系、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改革和创新文化传承发

展的体制机制。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我国在经济领域和社

会领域，持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在文化领域，也需

要突破行政区划束缚，尊重文脉文象的流布与

内在联系，尊重文化生成、发展客观规律，整合

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

化资源，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形成跨部门、

跨区域的保护、传承、发展的协同合作机制。长

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涉及十几个部门，范围上超越行政区划，涉

及多个省市自治区，需要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

进行统筹规划和协同推进，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

体制机制。

三、建立协调机构和督察制度，
推动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每一个都是恢宏的文化空间，包括多个省、

市、自治区，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文化

内容看，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从工作部门看，涉及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几个部

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乡

（镇、街道办事处）、村。这就要求在国家文化公园

的建设和管理上，克服原有的体制机制可能带来

的条块分割、行政壁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行业

思维、地方意识等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建设国家

文化公园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需要创

新文化传承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

一是在体制机制上“合纵连横”。所谓“合

纵”，就是“条条管理”上，建立协调机构，加强对

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的统一

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目前，涉及历史文化遗产

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有十几个国家部委，

成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

园管理、督察、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势在必

行。所谓“连横”，就是打通“块块管理”，横向联

合，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和一体化推进。目前五

个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大运河、长征，有典型的

线性空间特点，比如河北、北京段的长城，在河

北、北京的区划内横跳穿行，要在属地原则下建

立有力的省市协同合作机制，才能建好用好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和长江文化的空间范围具

有流域特点，黄河在晋陕大峡谷流过，在蒙、晋、

陕、豫交界上，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地深刻联

系。黄河几字弯，孕育出石峁、陶寺、双槐树、仰

韶、二里头、河洛古国、夏商周……这异常强烈的

中华文脉，有太多遗产、故事和启示，而这些遗产

沉落的地方，许多是偏僻之地，远离城市和中心

地带，这些灿烂辉煌的文脉、主题，如果单纯按分

级、属地的原则，很难有效汇聚保护和利用的资

源。长征也是如此，长征行经路线，多是当时国

民党力量最薄弱的区域，是地广人稀的各省交

界。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就要克服体制机

制上的“条块分割”“行政壁垒”，推进文明传承发

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二是推动文化内容保护传承、合理利用上的

系统融合机制重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共享和开放。中华

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国家文化公园深刻体现和印证了这“五个突

出属性”。文化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政治、经

济、科技、社会和人民生活水乳交融，特别是长

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和

以前的文化、文物、遗址、历史文化名城等单位、

场所、城镇不同，是更大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也

是今天生活生产重要的国土和社会空间，是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集区，

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富集区。因此，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要走系统整合、内容融合、整体推

进、综合施策的路子，坚持共建共享、协调协同。

目前，随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化，带来此起彼伏

的活力、热浪，不断唤醒、重组和激活新的社会生

活场景。就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利用而言，冷热

不均、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潜力价值

远未释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

家文化公园，特点、要旨在联动，形成大尺度保

护、传承、创新、转化的文旅空间和文化线路，使

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空间、内容和价值更加整

体地彰显出来。通过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

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

这五大工程推进，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

济价值的提升，推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

活、人民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深度融合。国

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利用，需要体制机制的重构

再造，强化协同共进的运行模式，形成同向、同

力、合唱、合奏和“大力出奇迹的效果”。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横平、竖直、

弯折钩，每一笔都落地有声，以千钧之力在中华

大地上书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字。“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建设国家文化公

园，是一份从未有过的崭新卷子，我们要贯彻落

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用改革、创新的精神

给予回答。

［韩子勇系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国家文

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中国艺术研究

院原院长，高琰鑫系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

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博士生；本文根据韩子勇在

“第十一届国际文化管理大会暨第二届北京文化

服务贸易与产业发展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而成，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研究”（立项号：21AH017）

的阶段性成果］


